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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
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郭 长 刚

摘　 　 要： “民族观念运动”是一场主要由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领

导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党运动。 伊斯兰政党的

兴起除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外，还与国家主动的吸纳战略有

重要关联。 作为一场持续 ４０ 年的伊斯兰政治运动，“民族观念运动”的发展、高
潮、危机和持续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关系、宗教与民主

的关系以及宗教复兴的复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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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土耳其的“民族观念运动”（Ｍｉｌｌ ＧöｒüşＨａｒｅｋｅｔｉ） 为例，考察土耳其
的政治伊斯兰在近 ４０ 年的发展轨迹，以期从整体上把握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
产生、发展、流变及其未来社会政治发展趋势。

一

“民族观念运动”是一场主要由土耳其政治家和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
尔巴坎（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１９２６～２０１１ 年，正文简称“埃尔巴坎”）领导的，从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党运动。 它同时也是“通过表达某种
特定传统（即伊斯兰传统）以推动具有宗教议程的政党产生”这一运动的统称。①

４

① Ａｈｍｅｔ Ｙıｌｄı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Ｒｅｌｉｇｉｏｕ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
ｌｏｏｋ，”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９３， Ｎｏ．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３， ｐ．１８８．



该运动兼具宗教主题和非宗教主题，代表了传统伊斯兰和现代主义在政治领域

进行调和的尝试。① 其主要特点是恢复伊斯兰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
把伊斯兰视为土耳其的民族观念或民族身份特征，使其成为凝聚土耳其人的精

神纽带。
埃尔巴坎是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也是土耳其政坛的

常青树，纵横驰骋政治舞台 ４０ 余年。 埃尔巴坎于 １９２６ 年出生于土耳其黑海边

上的锡诺普（Ｓｉｎｏｐ），中学就读于伊斯坦布尔，１９４８ 年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机

械工程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

后，埃尔多安回母校从事教育工作，于 １９６５ 年晋升为教授。 １９６６ 年，他被任命

为土耳其工商协会工业部部长，之后又担任该协会秘书长和主席职务。 １９６９
年，由于未能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Ｓｕ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领导的正义党（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埃尔巴坎于是作为科尼亚（Ｋｏｎｙａ）选区的独立候选人参与大选，正式开

启他的政治生涯。 １９７５ 年，他完成《民族观念》这本著作，并在书中集中讨论了

“民族观念运动”理念。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土耳其国内出现左右两派对立，反美主义游行不时

爆发，再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国内各派力量的平衡出现了问题。③ 以伊斯

坦布尔为中心的大型企业开始与以各省省府为中心的中小型企业发生冲突，曾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拥有较高民意的正义党逐渐向大企业的利益靠拢，因此开

始失去吸引力，这给了众多小党派以兴起和发展的机会，而这些小党派的选举

基础主要在于农村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小作坊主以及中小企业等。
在此背景下，１９７０ 年，埃尔巴坎创建了第一个走向政治舞台的土耳其伊斯

兰政党———民族秩序党④，这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正式崛起，同时也标志

着民族观念运动的开启。 民族秩序党的领导者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和制度，认
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个历

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 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民族秩

序，结束西方化的进程，而土耳其的身份和未来应该与伊斯兰世界而不是西方

紧密联系在一起。⑤ １９７１ 年，土耳其爆发军事政变，民族秩序党由于反对国家

的世俗主义本质而遭到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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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ｐ．４０．



１９７２ 年，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又组建了民族救赎党，其口号是伟大的新土耳

其①，试图如民族秩序党一样调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 对于土耳其

面临的问题，该党的解决方案是回归伊斯兰教，并采纳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该

党认为，西方化进程已经导致土耳其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落后，只有以安纳托

利亚为基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措施，才能创造一个远离西方的强大国家，使土

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 同时，民族救赎党希望建立穆斯林共同市场，
以伊斯兰第纳尔（Ｄｉｎａｒ）为共同货币，并且组建成一个穆斯林防卫联盟。 在

１９７３ 年的选举中，该党获得了 １２％的选票，议会席位数占到 １１％，成为第三大

政党，并与共和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时任总理为比伦特·埃杰维特（Ｂüｌｅｎｔ
Ｅｃｅｖｉｔ），而埃尔巴坎则当选为副总理。 这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从自身来看，民
族救赎党和共和人民党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从共和国诞生之时就水火不

容，前者主张伊斯兰主义，后者支持世俗主义，但两者最终还是结合在一起，这
也标志着政治伊斯兰作为合法力量在土耳其政坛的首次登场。 联合政府解散

后，民族救赎党又加入由苏莱曼·德米雷尔（Ｓü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领导的民族战

线政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埃尔巴坎三次当选联

合政府的副总理②，成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代表人物，并利用其地位和影响不

断推动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１９８０ 年，民族救赎党在科尼亚的宗教聚会成为导致第三次军人干政的因

素，而民族救赎党也遭到取缔，埃尔巴坎及其助手在十年内被禁止从政。③ 不

过，１９８３ 年，埃尔巴坎重新以民族救赎党为基础组建了新的政党———繁荣党。④

但繁荣党宗教话语的形成受到当时认同政治的影响。 为了解决库尔德认同者

的政治诉求，繁荣党不断强调伊斯兰兄弟之谊的主题。 繁荣党有两句著名的格

言，一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二是六千万人

皆兄弟（６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为此，繁荣党致力于以伊斯兰

的身份，将反体制的族裔政治潮流整合到土耳其民主制度之中，其具体目标是：
第一，减少世俗国家精英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关注度，并以此裹挟整个国家事务；
第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从政治层面对族裔认同进行某种妥协。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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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民族救赎党的土耳其语名为 Ｍｉｌｌｉ Ｓｅｌａｍｅｔ Ｐａｒｔｉｓｉ， ＭＳＰ，英文名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ＮＳＰ。 该

口号的土耳其语是 Ｙｅｎｉｄｅｎ Ｂüｙüｋ Ｔüｒｋｉｙｅ，英语是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纳杰梅丁·埃尔巴坎第一次担任副总理是从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时任总理为比

伦特· 埃杰维特（Ｂüｌｅｎｔ Ｅｃｅｖｉｔ），此时正值塞浦路斯危机时期；第二次担任副总理是从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三次担任副总理是从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５ 日，后两次时

任总理均为苏莱曼·德米雷尔（Ｓü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
刘云：《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从救国党到繁荣党》，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９ 页。
繁荣党的土耳其语名为 Ｒｅｆａｈ Ｐａｒｔｉｓｉ， ＲＰ，英文名为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Ｐ。



括而言，繁荣党的宗教话语既有为宗教提供服务的要求，也有使宗教的政治表

达成为可能的诉求。①

然而，及至繁荣党于 １９９５ 年获取选举胜利从而达到权力顶峰时，军方和宪

法法庭再次以伊斯兰政党对世俗体制构成威胁为由而将之取缔。 随后建立的

美德党也未能幸免被取缔的厄运。② 而 ２００１ 年取而代之的幸福党和正义与发

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则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仍然秉持传统主义的幸福党的

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先前的政党，彻底沦落为边缘力量，而主张改良主义的正发

党则成为土耳其的执政党，并已连续执政 １３ 年。 由此，民族观念运动也可以看

作是由五个持伊斯兰民族观念的政党，在 ４０ 年的时间里不断为之奋斗的运动

历程。 虽然这些政党不断被取缔，但这些政党的成员依然每次都会组建新的政

党，以保证民族观念运动的延续性。 这五个政党起讫时间见下表：

参与民族观念运动之政党③

党　 名 领导人 起讫时间

民族秩序党 埃尔巴坎 １９７０．０１．２６～１９７１．０１．１４

民族救赎党 埃尔巴坎 １９７２．１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９．１２

繁荣党
艾哈迈德·泰克达尔

埃尔巴坎
１９８３．０６．１９～１９９８．０１．１６

美德党 雷加伊·库坦 １９９７．１２．１７～２００１．０６．２２

幸福党 雷加伊·库坦 ２００１．７．２０～至今

民族观念运动之所以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持续至今，是因为它成功地得

到了边缘群体的支持。 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和东南部各省、库尔德人、城市贫民

以及不断崛起的中小企业家，都能在此运动中找到共鸣与吸引之处，他们成为

繁荣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选举胜利的民意和政治基础。④ 另外，努力将

宗教、文化、民族和经济使命统合在一起，更是民族观念运动获取民意支持的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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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族观念运动”的使命之一在于极力推广伊斯兰主义；其次，“民族

观念运动”的经济使命在于通过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来发展国民经济；第三，“民
族观念运动”的社会使命在于建立一个“正义秩序”。 总之，“民族观念运动”的
核心要义就是对西方的批判以及试图调和伊斯兰和现代性，其在国内层面上表

现为对土耳其的西化历史进行根本批判；在国际层面上则推动土耳其的外交政

策从传统的亲西方立场向伊斯兰世界转向。①

二

严格说来，“民族观念运动”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运动，只是希

望假借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促进伊斯兰的传播，因为“民族”（ｍｉｌｌｉ）在土耳其语

中兼具宗教性和民族性两重内涵。 但从历史和文化语境来看，“民族观念”指的

正是伊斯兰②，只是由于土耳其的世俗国家体制，这些伊斯兰政党都无法公开表

明自己的伊斯兰身份，但其伊斯兰主义的实质确是毫无疑问的。③ 要理解土耳

其“民族观念运动”兴起的原因，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宗教

复兴尤其是政治伊斯兰的兴起有个总体的认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宗教复兴运动④，其中就包括政治伊

斯兰的兴起。⑤ 对于政治伊斯兰兴起的原因，学术界从多维度给予了阐释。 首

先，在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上，一些学者认为，宗教行动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⑥的产生是因为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由虔诚群体组成的中产阶级。 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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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ｍｅｔ Ｙıｌｄı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
ｌｏｏｋ，” ｐ．１９０．
Ｉｈｓａｎ Ｄ． Ｄａｇ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８．
王晓朝：《关于全球宗教复兴的理论分析与思考》，载郭长刚主编：《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

化时代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１—５０ 页。
张凤梅、郭长刚：《马克·尤尔根斯迈耶全球宗教政治理论述评》，载《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另见 Ｍａｒｋ Ｊｕｅｒｇｅｎｓｍｅｙ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ｔｏ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２４４．
美国宗教学会前主席马克·尤尔根斯迈耶曾将参与全球反叛运动的人称作宗教行动主义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而不是基要主义者，指出宗教行动主义者一方面反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但另

一方面又是非常现代的人，一方面拥抱传统宗教价值，但另一方面又拒绝世俗意识形态。 参见郭长

刚：《９·１１ 事件是宗教与世俗政治张力发展的反映———马克·尤尔根斯迈耶》，载《中国社会科学

报》，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ｓｓｐｒｅｓｓ．ｃａｓｓ．ｃｎ ／ ｐａｐｅｒ ／ ２４６２０．ｈｔｍ（最后上网日期：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本文中的宗教行动者（Ｒｅｌｉｇ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则指的是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人和群体，通过主动或者被

动的政治行动而参与政治。



国犹他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教授哈坎·亚武兹（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认为，一些宗教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促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宗教公民大量产生，而随着经济地位

的提升，他们也希望曾经被压制的文化和政治诉求得到满足，同时也渴望成

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哈坎还认为，与一些缺少中产阶级的国家相比，在
拥有中产阶级的国家里，宗教与政治运动所推行的路线更为温和，不易走向

极端化。①

但也有学者认为宗教行动者的产生是由经济剥夺理论造成的。 如土耳其

著名历史学家费罗兹·艾哈迈德（Ｆｅｒｏｚ Ａｈｍｅｄ）认为，成为宗教行动者对社会

中遭受经济剥夺的群体尤其是底层民众或城市贫民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处于社

会边缘地位的群体更容易被宗教吸引或操控。② 而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荣

休教授卡尔·布朗（Ｌ． Ｃａｒｌ Ｂｒｏｗｎ）则认为，随着中东诸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以及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

群体开始涌现，但随着社会竞争力的加强，这些青年群体也变得异常焦虑，一方

面是因为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但也有很多人根本无法找到工作，因而对

现存政体表示不满，转而成为政治宗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决心寻找现存政体

的替代物，从而成为宗教政治运动的拥趸。③

其次，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也有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兰德公司资深政治

学家安吉拉·拉巴萨（Ａｎｇｅｌ Ｍ． Ｒａｂａｓａ）认为，中东各国在独立后实验了各种世

俗意识形态，如自由民族主义、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巴哈伊主义等，但
都未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政治制度向代议制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④这

些世俗模式及意识形态的失败是伊斯兰模式兴起的最大动力———或许回归伊

斯兰才是解决问题之道。⑤

当然，伊斯兰文化传统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

研究系荣休教授伯纳德·刘易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指出，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
伊斯兰教更容易向政治化发展。 他认为从穆罕默德以来，伊斯兰教的政治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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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ｌ Ｌ． Ｂｒｏｗ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Ａｎｇｅｌ Ｍ． Ｒａｂａｓ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９ ／ １１，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ｐ．３６．
Ｅｒｇｕｎ Öｚｂｕｄｕ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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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



教领导权就交织在一起，目前中东地区出现的政治伊斯兰思潮与伊斯兰教的这

一特征息息相关。①

应该说，代表伊斯兰力量的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

宗教复兴运动总拼图上的一块拼板，只是其具体演进历程有着鲜明的本土特色

而已，土耳其著名学者谢里夫·马丁（Ｓｅｒｉｆ Ｍａｒｔｉｎ）曾提出中心边缘论来概括土

耳其的历史发展进程，至今仍然在土耳其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引发大量学者的

关注、评论与反思。
第一，土耳其社会已经出现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巨大社会文化鸿沟。 早在

土耳其共和国的一党制时代（１９２３～１９４６ 年），持有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和国

精英们开始推行自上到下的社会改革，其目标则是为达至当代文明的高度，即
欧洲文明。 在这些精英看来，东方文化及生活方式是奥斯曼帝国衰落和共和国

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而其中伊斯兰文化更被他们认为是中世纪的遗迹，必须

加以限制。 因而，在共和人民党时期，政府极力压缩宗教的公共空间，如禁止在

公开场合表演东方音乐，建立乡村机构以实现村民的社会化等等，力图通过宗

教事务总署（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对宗教机构、宗教功能和宗教教育

进行大范围的改革管理。② 但是，凯末尔主义者的世俗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积

极主义理念，以及将伊斯兰生活方式改为西方生活方式的做法并未完全渗透进

整个土耳其社会，尤其是那些远离城市的乡村。 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广大乡

村，伊斯兰意识仍然是大部分社会群体共同身份的基础。 也正是基于此，据历

史学家费罗兹·艾哈迈德所言，共和人民党才会在多党制推行之时承认伊斯兰

是土耳其政治的重要因素，并且开始在宗教问题上进行让步，不然的话就很难

在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③

此外，共和国精英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也使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极

度不平衡。 大萧条时期，土耳其仿照欧洲各国采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计划，大
城市的工业化快速发展，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最

大受益者，而农民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则成为工业发展的牺牲品，缺少用于耕

种的拖拉机，没有足够的电源，许多农村连道路也没有，同时又要承受着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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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赋税以及国家强制推行的世俗化改革等。① 因此，土耳其的社会形成一种

二元对立，即居住在内地乡村的传统伊斯兰民众与居住在城市的现代西方式精

英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被称为中心———边缘鸿沟②，或白色土耳其人与黑色土

耳其人的对立③，这也是时至今日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分歧。
第二，中心———边缘鸿沟不断被政治化。 随着土耳其于 １９４６ 年开始向多

党制过渡，执政的民主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推行自由经济政策，农业的

机械化开始变得普遍，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

向城市流动，即边缘群体向中心区域的运动。④ 不过，流动到城市的农村群体虽

然在空间概念上进入了中心，但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里⑤，成为城

市边缘人，并不能真正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 他们无法从事体面的职业，大多

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没有相应的社会安全保障。⑥ 面对这一群体，城市精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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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ｅ， ２０１４， ｐｐ．８ －９．
Ｓ， ｅｒｉ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Ｋｅｙ ｔｏ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 Ｖｏｌ．１０２， Ｎｏ．１， Ｐｏ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７３， ｐｐ．１６９－１９０．
当代土耳其政治不仅存在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之争，同时存在着更为深层次的旧

城市精英与新崛起的乡村非经营群体的对立，即白色土耳其人（Ｗｈｉｔｅ Ｔｕｒｋｓ）和黑色土耳其人（Ｂｌａｃｋ
Ｔｕｒｋｓ）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主要由阶级和地理因素决定。 白色土耳其人主要包括军方、媒体、官僚和

资产阶级等，致力于促进上层阶级的世界观，并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品味为标准影响整个民

族的文明取向，他们主要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或者至少是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
黑色土耳其人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农民等，文化上大多持宗教和保守立场，主要居住在安纳托利亚

的农村，或者是大城市的贫民窟中。 目前，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来越大。 参见：Ｓｅｄａ Ｄｅｍｉｒａｌｐ，
“Ｗｈｉｔｅ Ｔｕｒｋｓ， Ｂｌａｃｋ Ｔｕｒｋｓ？ Ｆａｕｔｌｉｎ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５１４－５１５．
由于移民原因，伊斯坦布尔市的人口在 ２０ 世纪初时为 ８６ 万，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时达到 １１０
万，在 ２０００ 年时为 １０００ 万，而到 ２００７ 年时为 １２５０ 万。 而伊斯坦布尔市人口在土耳其总人口的比重

分别为：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４５ 年二战后为 ４．６％，１９５５ 年为 ５．２７％，１９６０ 年为 ５．２９％，１９６５ 年为 ５．５５％，而到

２０００ 年时为 １４．７５％。 转引自：Ｇｉｚｅｍ Ａｋｄｏｇ̆ａ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Ｕｎｐｒｉｎｔｅ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ｓｉｓ Ｉ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 ｐ．８ ＆ ｐ．１２． 到 ２０００ 年时，伊斯坦布尔的贫民窟居民数量占到了了该市人口的 ７５％。
参见：Ｍｕｒａｔ Ｃｅｍａｌ Ｙａｌｃｉｎｔａｎ ａｎｄ Ａｄｅｍ Ｅｒｄｅｍ Ｅｒｂａｓ， “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ｙ
ｏｆ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ｏ．６４，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３， ｐ．９４．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 是贫民窟的土耳其说法，一般指的是经过一个夜晚建造的房子，这些房子大多在国有土

地上修建，但没有任何合法许可，也没有任何规划，实际上违背了法律规定，但由于这些房子大多在

土耳其大选之前建成，因而政治家为获得选票也会给予这些房子以合法许可或提供其他服务，但在

事实上贫民窟对市政建设带来较大阻碍。 参见：Ｍｅｈｍｅｔ Ｒıｆａｔ Ａｋｂｕｌｕｔ ａｎｄ Ｓｅｈｅｒ Ｂａşｌı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ＭＥＴＵ ＪＦＡ，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１－５．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 贫民窟里的男性主要从事街头小贩、建筑工人或司机等职业，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小作坊

或者服务生职业。 参见：Ｋｅｍａｌ Ｈ． Ｋａｒｐ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ｃｅｋｏｎｄｕ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００－１０６．



为他们的存在不仅使城市乡村化，带来大量的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短缺问题，
而且他们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观念也是一种威胁。 简而言之，边缘和中心的社会

文化鸿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不是逐步弥合，而是更为严峻了。 其主要原因就

在于：居住在贫民窟的第一代城市边缘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与乐观态度已经

让位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居民的失望和悲观情绪。 如果说前者与继续留守在农

村的群体相比拥有较好的经济和教育机会的话，那么后者则囿于父辈的低收入

和卑微的社会地位，因而在与城市居民的对比中感受到经济机会的稀少以及城

市原住民的歧视。 城市精英阶层对于他们的歧视一方面源于贫民窟居民的负

面形象及其带来的城市治理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源于大量城市原住民移居郊区

导致与贫民窟居民的接触增多，这进一步促使贫民窟居民与城市精英阶层的矛

盾凸显。 贫民窟居民渐渐从无法融入城市的农村群体变为攻击城市价值观及

其社会秩序的他者，正是这种身份的对立加剧了双方之间的鸿沟。
第三，世俗国家开始采取吸纳战略（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有意吸纳

宗教力量以扩大执政基础。 １９４５ 年之后，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加快，伊
斯兰开始在公共空间再度出现。 当时执政的民主党也立即利用这一趋势，吸收

宗教群体加入政党，兴建新的清真寺，重新开放圣墓，建立宗教学校以及大学里

的神学院，从而极大地恢复了奥斯曼社会的伊斯兰遗产。① 一直到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初期，中右政党基本上对边缘群体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政治家就是埃尔巴坎。 虽然埃尔巴坎所创建的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救赎党

先后被取缔，但事实上在土耳其政治中，宗教行动者已经开始被纳入政府官僚

体制之内。 埃尔巴坎通过加入联合政府在政府职能部门就职，成功地扩大了民

族观念运动的影响范围。 即便在军政府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３ 年），军方为结束意识

形态混乱局面也有选择地运用一些伊斯兰元素，其中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思想之

家组织 （Ｈｅａｒ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所倡导的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思想，就成为祖国党执政时期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源头。 因而，
宗教行动者也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这为伊斯兰政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现

选举并步入权力高峰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总之，对民族观念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做以下逻辑梳理：首先，土耳其在民

族国家构建之时形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鸿沟。 随着城市化及识字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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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Ｊｕ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ｌｆａｎｇｏ Ｐｉｃｃｏｌｉ，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２００１， ｐｐ．１１８－１２２． 民主党的土耳其语名为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Ｐａｒｔｉ， ＤＰ，英
文名为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ＤＰ。



中心与边缘的接触不断增多，导致该鸿沟不断被政治化，而宗教行动者则在这

一政治化进程中开始兴起。 其次，宗教行动者的意识形态就是要致力于解决边

缘群体的社会和文化不满现象，从而为其赢得选举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另外，
世俗政府也会通过吸纳战略以赢得宗教行动者的支持，这也间接促成了他们的

发展，表现在允许宗教力量掌管某些国家行政职能部门，从而使其可以使用国

家资源为自己的支持者或选民谋福利；赋予宗教力量使用国家文化资源的权

利，从而使其可以彰显自己的宗教特征及传播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增加国家

对于宗教教育的资金支持，从而使其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培养新的替代性精英和

传播宗教话语。 如果被政府吸纳的宗教力量是温和的，那么来自外部环境的非

温和宗教力量就会对前者加以批评，指责政府对宗教的工具化利用，从而导致

温和派力量被怀疑，转而使得非温和派宗教力量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① 但二

者殊途同归，即吸纳战略都会导致宗教力量的增强，不管其是温和派还是非温

和派。 祖国党时期的温和型宗教政策的不断受批评、繁荣党时期非温和宗教力

量的不断增强以及正发党时期温和型宗教政策的再度胜出即是明显的例子。

三

第二次军事政变后，民族救赎党于 １９８０ 年被军方取缔，随后该党领导人埃

尔巴坎也被禁止参与各项政党活动，其追随者则于 １９８３ 年创建了繁荣党，并在

随后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在祖国党执政期间（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１ 年），②持实用主义原

则的图尔古特·厄扎尔（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试图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

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有机融合在一起，但由于党内内部派系的斗争、自由经

济政策的恶果、社会腐败和公民道德的滑坡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对政府主动吸纳

宗教力量的不满等原因，祖国党逐渐走向衰落，保守力量也纷纷抛弃祖国党阵

营，转而加入繁荣党。 于是，繁荣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逐渐成为土耳其

伊斯兰力量的中心，并在随后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达至民族观念运动的顶峰。
例如，在 １９９４ 年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赢得 １９％的选票，并获得了 ２８ 个市的市

长席位，其中包括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 在 １９９５ 年的大选

中，繁荣党则获得了 ２１％的民众选票，从而得以与中右政党真道党组成联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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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Ｙｕｓｕｆ Ｓａｒｆａｔｉ，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ｐ．３５．
祖国党土耳其文名为“Ａｎａｖａｔａｎ Ｐａｒｔｉｓｉ， ＡＮＡＰ”，英文名为“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ＭＰ”。



府，①而埃尔巴坎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亲伊斯兰思想的总理。
繁荣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选举胜利是由于通过宗教方式开展的政治动员扩

大了该党的民众基础，推行的社会正义议程增加了该党的社会基础，尤为重要

的是将社会问题优先置于宗教议题之前的举措更是得到了城市和乡村边缘群

体的支持，尤其吸引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自由化政策不满的城市贫民

和乡村中低收入农民等。② 具体而言，繁荣党崛起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四点。
第一，繁荣党的执政基础不断扩大。 随着民族救赎党的支持者———农村的传统

力量———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向城市大量迁移，这些民众所面临的就

业、住房、医疗等问题也成为繁荣党关注的议题。 因此，繁荣党的民意基础就从

农村扩展至城市边缘。③ 第二，繁荣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渐渐减少。 图尔古特·
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未能给城市贫民带来

福利，扶植小企业家的崛起，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腐败问题④，与
意识形态相比，致力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成为繁荣党赢得大选的重要原

因。 第三，繁荣党的政治话语开始调整与转变。 繁荣党的政党口号由原来的神

圣秩序改为更世俗化的正义秩序，主张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这一话语策略能

被各个社会和经济阶层基本接纳。⑤ 第四，繁荣党的崛起还得益于冷战之后世

界局势的发展。 厄扎尔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自由化政策受制于国

际局势的发展，遭遇的最大挑战即是欧盟于 １９８７ 年拒绝土耳其的入盟申请，这
激起了土耳其民众的反西方热潮。 与此同时，文明冲突论的论调在冷战后也甚

嚣尘上，再加之西方在波斯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穆斯林问题上所持的双重标准⑥，
这使得大多数土耳其人越发认为西方已经失去道德底线，不再有任何吸引力，
而伊斯兰文化与价值开始更多地被广大民众所认同。 　

基于以上原因，以往在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

者之间存在的对西方和西方化持不同观念的意识形态鸿沟逐渐归于隐性。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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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真道党的土耳其文名为“Ｄｏｇ̆ｒｕ Ｙｏｌ Ｐａｒｔｉｓｉ， ＤＹＰ”，英文名为“Ｔｒｕｅ Ｐ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ＴＰＰ”。
Ｍｅｈｒａｎ Ｋａｍｒａｖａ， “ Ｐｅｓｕｄｏ⁃ｄｅｍｏｃｒ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ｆａｈ Ｐａｒｔ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ｐｐ．２９２－２９４．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ａｈ）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７， ｐ．７４．
Ｚｉｙａ Öｎｉş， “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ｇａｃｙ：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４， ｐ．１１４．
Ｍｅｈｒａｎ Ｋａｍｒａｖａ， “ Ｐｅｓｕｄｏ⁃Ｄｅｍｏｃｒ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ｆａｈ Ｐａｒｔｙ，” ｐｐ．２８７－２８９．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ａｈ）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ｐ．７７．



着土耳其民众对西方不满的增强，政治上与西方的隔离，价值观上与西方的割

裂，进而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反而成为繁荣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崛起的时代背

景。① 正因为土耳其政治中固有的中右和中左政党的分离，加上双方都无力推

行改革以解决社会问题，繁荣党于是成为土耳其一支强有力的可替代性力量。
然而，繁荣党虽然在调整话语策略后，以致力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而赢得了

广大城乡贫苦人民的支持，但在实际主政后无力解决国内的顽疾。 埃尔巴坎及

其他领导层仍然坚持使用反对现存体制的传统伊斯兰话语方式，使得世俗政权

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其结果是，繁荣党所推行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地减少社

会冲突的强度，反而导致土耳其社会沿着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分裂和

对立方向继续发展。② 最终，埃尔巴坎既受到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的苛责，又承

受着世俗主义者的压力。 一方面，由于埃尔巴坎曾承诺远离西方，但事实上他

无力阻止土耳其政府 １９９６ 年分别同欧盟达成关税同盟，与以色列签署军事训

练合作协定，这招致了伊斯兰主义者的不满。 另一方面，埃尔巴坎主张取消头

巾禁令，加上时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埃尔多安希望在塔克西姆广场（Ｔａｋｓｉｍ
Ｓｑｕａｒｅ）兴建清真寺等③，这一系列提议也进一步加剧了世俗主义者的疑虑。

繁荣党的领导者在执政后仍然使用传统伊斯兰语言，推行亲伊斯兰的政

策，这势必引起世俗主义卫士———军方的高度警惕，担忧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增

强会对世俗政治体制造成重大冲击。④ 面对伊斯兰对世俗主义的挑战以及繁荣

党对世俗体制的冲击，军方开始采取行动。 陆军总参谋部设立西方工作组开始

对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的伊斯兰活动进行调查。 不久，由军方司令官、参谋总

长和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ＮＳＣ）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做出一系列决定，决心加强土耳其国家的世俗特征，消除伊斯

兰的威胁，同时敦促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世俗主义力量。⑤ 这就是土耳其政治上

著名的“二二八”进程（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Ｐｒｏｃｅｓｓ），又被称为软政变（Ｓｏｆｔ Ｃｏｕｐ）或者

后现代政变（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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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ｈｓａｎ Ｄ． Ｄａｇ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１６．
Ａｎｇｅｌ Ｍ． Ｒａｂａｓ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９ ／ １１， ｐ．４３．
塔克西姆广场是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心脏，但同时也是典型的土耳其社会的破裂带，追求波西米亚生

活方式和非正统思想的艺术家、作家、演员在此相遇，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此地汇聚，使得塔克

西姆广场成为反体制的中心，因而在土耳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参见：Ｅｄｉｂｅ Ｓöｚｅｎ ａｎｄ Ｈａ⁃
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Ｔｈｅ Ｇｅｚｉ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ｎ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ａｔ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Ｓｈａｔｔｅｒ⁃Ｚｏｎ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１４７．
Ｉｈｓａｎ Ｄ． Ｄａｇ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１７．
同上，第 １８ 页。



１９９７ 年“二二八”进程发生之后，繁荣党由于与军方和世俗主义者的对立

不断升级，最终被宣布为非法政党而予以取缔。 随后，由繁荣党骨干力量组建

而成的美德党再次步入政坛，但它与繁荣党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有重大转变。
美德党不再反对西方，转而与西方开始合作，积极吸收民主、人权和法治等西方

政治理念，因为“二二八”进程使得民族观念运动的领导者意识到自己未能撼动

军方的地位，未能突破世俗主义者对政治和法律所施加的影响，也未能在土耳

其社会和民众中达成共识，因而开始寻求西方的支持，以西方的民主、人权和法

治等观念来对抗军方的独裁。 吊诡的是，美德党的立场转变与其一贯坚称的反

西方传统理念相违背，而这一与传统完全背离的表态也导致了美德党的合法性

危机，并且促发了民族观念运动的内部分裂。① 美德党的话语转变成为民族观

念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无论美德党做出何种调整，世俗主义的捍卫者军方一直视美德党为繁荣党

的继承者，这也源自军方对民族观念运动的敌意，视其为威胁土耳其政治稳定

和政治体制的头号反动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观念运动只有两种选择：一
是与世俗主义者进行直接对抗；二是解决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即如何规避世俗

主义法律或政治的障碍而合法开展活动。 然而，即便美德党采取第二种方式，
积极调整话语策略，仍然于 ２００１ 年被判违反宪法和政党法而遭到取缔。 美德

党被取缔之后，民族观念运动的内部分裂也已成为公开的事实。 该运动中的传

统主义者（Ｇｅｌｅｎｅｋçｉｌｅｒ）在雷杰伊·库坦的领导下创建了幸福党，埃尔巴坎实际

上仍然在幕后操控，而且坚持该运动的伊斯兰主义立场。 该运动中的改革主义

者（Ｙｅｎｉｌｉｋçｉｌｅｒ）则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摒弃伊斯兰主义

立场，转向保守民主（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立场，积极拥护民主、人权、多元

主义等西方价值观。 其原因在于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权的不断冲突以及不断

被取缔的经历给改革派留下了深刻教训，因而采取更为灵活和合作的政治态

度，与世俗政权、军队、商业人士进行对话与互动，直至掌握政权。②

２００３ 年，埃尔多安公开表示与民族观念运动决裂。 与民族观念运动对伊斯

兰价值观和伊斯兰话语的坚持相比，正发党则试图调和现代与传统、普世主义

与本土主义、理性与精神之间的矛盾，确实与民族观念运动存在着众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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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ｂｎｅｍ Ｇｕｍｕｓｃｕ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ｚ Ｓｅｒ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ｏｕｔ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５， Ｎｏ．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ｐｐ．９６０－９６３．
Ｓｅｂｎｅｍ Ｇｕｍｕｓｃｕ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ｚ Ｓｅｒ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ｏｕｔ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ｐ．９６１．



第一，正发党主张的保守民主政治理念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１）拒绝以革

命方式改变社会，主张渐进式改革；２）建立有限政府，保护个人自由；３）在协商

基础上解决政治问题；４）接受不同社会文化存在，以宽容求生存；５）政治权威合

法性应基于大众支持及法治价值。① 概括而言，正发党在社会政策上推行保守

主义，在政治制度上推行民主化进程，力图如曼德雷斯领导的民主党、德米雷尔

领导的正义党以及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一样获得边缘力量的支持，而这些边缘

力量大多数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伊斯兰的和崇尚民主的，因而正发党的政党

基础可以包括城市人和乡村人，富人和穷人，以及受过高等教育者和受教育程

度较低者，成为执政基础更为广泛的中右政党。
第二，正发党的政治纲领是正义和发展，而这一纲领正是土耳其自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右政党的经典主题。 之所以以此为主题就是因为中右政党

希望能够凭借广泛的民意对抗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下笼罩的世俗主义国家精

英和军事官僚，希望大众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赋予人民以更多的力量，削
弱世俗主义精英在国家事务中的专断作风。 正发党正是凭借正义与发展的竞

选纲领成功了弥补了中右政党缺失的空间，因而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另一个

伊斯兰政党，而是更多代表了边缘力量的要求，而这些力量以往则被土耳其强

大的国家传统所压制。
第三，正发党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也与民族观念运动有很大不同。 虽然正

发党认为社会正义非常重要，但与民族观念运动赋予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职能

不同，它开始复苏厄扎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力融入全球经济之中，
促使土耳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同时，正发党拒绝教条式的反西方立场，但也

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予以驳斥，并将精力集中放在不同文明对话上。② 基于

此种文明理解，正发党的外交政策也实现转型，积极谋求加入欧盟，平衡东西外

交，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从而使土耳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虽然以上三点揭示了正发党与民族观念运动的不同，因而有可能会得出正

发党不是民族观念运动延续的结论，其实不然。 ２００８ 年，土耳其同时和欧盟和

美国的关系陷入困境，这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一方关系僵硬，同另

一方关系保持正常在土耳其历史上是个常态，但同时交恶的状态则非常鲜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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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Ｙｕｓｕｆ Ｓａｒｆａｔｉ，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ｐ．２８３－２８４．
Ｎｕｒｕｌｌａｈ Ａｒｄıç，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０５－１１１．
Ｐｈｉｌｉｐ Ｈ．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Ｏｍｅｒ Ｔａｓｐｉｎａｒ，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ｖｉｖｅ ａ
Ｆ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ｐ．４８．



因而，将正发党称之为“后伊斯兰政党”恐怕也是不大准确的，更为合适的定位

则是将其视为“民族观念运动”的流变。 作为“民族观念运动”的流变，正发党

人代表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的转变，固然还有一部分伊斯兰主义者仍然坚持

埃尔巴坎的信条，对西方和全球化特有敌意，然而还有一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已

经开始响应埃尔多安的召唤，拥抱一个更加开放、自由、民主和人性的政治体

制，而促成这种转变发生的因素则如土耳其著名政治学者齐亚·厄尼斯（Ｚｉｙａ
Öｎｉş）所言，共包含以下四个要素。①

第一，正在埃尔巴坎成为土耳其总理，民族观念运动走向顶峰之时，二二八

进程的发生使得埃尔巴坎被迫辞职，繁荣党也被取缔，这表明掌控国家权力的

世俗主义力量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这为民族观念运动划定了一个底线，即不

能挑战世俗秩序。 第二，伊斯兰主义者认识到议会民主的重要性，在底线无法

突破的条件下，必须通过民主化手段扩大边界的范围，因而成为民主的坚定支

持者，这也有助于伊斯兰主义者的温和化。 第三，伊斯兰主义者为了获得更多

的支持，就必须依赖崛起的穆斯林中产阶级，因而自然赞成全球化体系下的经

济自由主义政策，这也有助于大量的穆斯林企业家和学者的产生，进而寻求更

多自由的政治参与空间。 第四，为了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入盟进程则成为伊

斯兰主义者的重要工具，欧盟可以有效地保障伊斯兰主义者的认同，同时也可

以对世俗主义精英施压，使其让出部分权力。
如果说凯末尔主义者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是国家权力的实

际掌控者，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观念运动”是坚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反西方主

义者，是寻求替代凯末尔主义道路的挑战者的话，那么流变于“民族观念运动”
的正发党则寻求二者的调和，一方面推行伊斯兰的社会政策，赢得广大保守民

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政策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赢得了部

分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众的支持；一方面通过欧盟施压的改革进程扩大社会

边缘力量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欧盟施压的民主化进程削弱世俗主义国家精英

的权力，因而才得以获得不同的社会、族裔和宗教群体的支持，填补土耳其中右

政党的权力真空，连续执政 １３ 年之久。 当然，正发党在度过执政难关之后也习

染了土耳其政治的固有缺陷，如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民主党一样，有放

松改革、加固权力、走向威权的倾向，这在该党第二和第三任期的执政措施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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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表现。

结　 　 语

民族秩序党和民族救赎党代表着民族观念运动的初始阶段，而繁荣党的建

立和发展则将民族观念运动推向高峰，然而在走向高峰之时又随即遭受打击，
即便是改换名字的美德党也仍然被取缔，而作为民族观念运动坚定继承者的幸

福党则在以后的土耳其选举中表现不佳，逐渐沦为一个边缘的政党，取而代之

的则是脱胎于但又对民族观念运动有所超越的正义与发展党，凭借保守民主的

政治纲领、代表伊斯兰和保守的边缘力量的立场，以及支持入盟进程、全球化、
自由化的态度，正发党赢得了选举大胜，得以单独执政长达 １３ 年。 从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以来长达 ４０ 年的“民族观念运动”为我们理解土耳其的政治发展提供

了一种新的视角。
首先，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民族观念运动”代表了政治伊斯兰力量的

合法化和温和化。 １９７３ 年，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救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 ４８
个议席，共和人民党获得 １８５ 个议席，虽然两党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最终两

党仍然建立了联合政府，标志着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政坛的登场。 繁荣党在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的胜利更使政治伊斯兰力量达至顶峰，随后“民族观念运

动”的颓势和流变则表明政治伊斯兰并未诉诸暴力手段，而是或采取温和化路

线，或融入主流政治形态，逐渐积蓄力量。
其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民族观念运动”既代表了伊斯兰主义与世

俗主义的抗争（与他者关系），又代表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竞争（自身

内部关系）。 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争是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的钥匙，“民族

观念运动”就是希望通过构建一种新的伊斯兰认同而对世俗主义者推崇的同质

化文化政策进行挑战。 同时，正发党的组建和掌权也表明“民族观念运动”自身

内部的民族主义派别和自由主义派别的对立，虽然二者都以强化伊斯兰的社会

影响为前提，但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主义派别更为反欧、反美、反对西方的现代

性，而埃尔多安领导的自由主义派别则更为亲欧、亲美、支持全球化进程。 目前

来看，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流变，正发党的受众范围更大，因而影响力也

更大。
最后，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民族观念运动”代表了一种保守的、伊斯兰

的边缘力量的崛起。 边缘中心论是理解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一条路径，其中居于

９１

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中心的是持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国家精英及其机构，如军队、政党（共和人民党）、
立法机构、宪法法庭等，位于边缘的则是持保守主义的安纳托利亚民众以及大

中城市的贫民阶层。 埃尔巴坎领导的各个党派更为倾向于具有伊斯兰主义的

民众，而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则是将此边缘的边界继续扩大，使其民意基础

更为坚实。 “民族观念运动”虽然给世俗主义者带来了极大挑战，但这绝不意味

着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正在受着更大的威胁，因为大多数土耳其民众仍然赞成政

教分离，对于建立伊斯兰法统治下的社会并不支持，对于埃尔巴坎和埃尔多安

的支持都可以视作边缘力量对中心力量的一种抗争。
在最近十几年土耳其的历次选举中，作为“民族观念运动”继承者的幸福

党的得票率保持在 ２％ ～ ３％之间，而作为“民族观念运动”流变的正发党的得

票率通常在 ４０％以上，这表明仅仅依靠“伊斯兰主义” （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

兰）的旗号已经逐渐失去昔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但同时也表明拥有

“伊斯兰”（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的保守元素仍然能够获得较大的民意支持。
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已经从对伊斯兰的工具化利用向伊斯兰的日常政治转

变，作为个人信仰的伊斯兰不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也逐

渐和世俗体制相适应。 “民族观念运动”的发展、高潮、危机和持续，尤其是正

发党的兴起都表明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正在向温和化方向发展。 虽然“民族

观念运动”在过去的 ４０ 年间屡次遭遇世俗政治体制的排斥，但在民主政治的

参与进程中逐渐适应了选举机制的规则，这反而符合伊斯兰政党以及世俗国

家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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